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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与贺龙与““男篮男篮 55号号””
□□ 江江 波波

□ 王王 淼淼

老成都百年酱园老成都百年酱园““太和号太和号””记趣记趣

□□
耿耿

烈烈

胡壁珊看架势不好，连忙鸣金收兵，把其余门市

都撤了，只守正府街老营，并把招牌改为“易乾号”免

得打眼。幸好市民对太和号印象太深，虽说减了门

市，换了招牌，生意却依然如故。这时，胡壁珊考虑

到胡叔樵已长大成人，就征得胡子康的同意，让其子

胡叔樵遵从祖训当3年学徒，并在1933年满师后接管

了太和号。不久二刘战争结束，刘湘统一了四川，防

区撤销，胡叔樵认为世态“清平”，就依旧将招牌恢复

为太和号。

谁知，胡叔樵一接过太和号便碰到烫手的事。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实行食盐统销。当时，胡叔

樵是成都酱园同业公会理事长，每月都得将会员户

下月用盐量造表报盐管局审批。盐管局把持审批的

科、股长周乃福、邹汝贤、蒋怀柱等照例收包袱不说，

还只批一半。这几个被称为“牙齿吃黄了的‘人

精’”，下面耳目众多，把全城大一点的酱园的用盐量

摸得清清楚楚，你想多报点也不行。酱园没法，就只

好到九眼桥码头的黑市场上去买“私盐”。明眼人都

知道，所谓私盐不过是官盐私销的把戏而已。一般

酱园被卡住了，而胡叔樵倒还稳得起，因为太和号食

盐库存常年保持在七、八万斤，故胡家的人说：“就是

三年不进盐，太和号照样出酱油。”然而，没想到，这

同太和号仍然是大箩筐碰到了翘扁担。

原来盐管局成立了查缉组，由徐城带领一帮人

满城查缉私盐。太和号数万斤食盐被当成“私盐”全

部封存。胡叔樵连忙央人去找警备司令部谍查大队

长蒋诰澄。蒋是同声社社长，吃铁吐火屙秤砣的歪

人。蒋满口答应帮忙。但有一条，胡叔樵得加入同

声社。蒋是要把肥肉装进自己的罐罐，胡叔樵明知

其用心，还是一口应承了。因为埋起脑壳孝敬几个

有限的尊神，总比伸起颈项到处让人砍“槽头”合

算。果然，胡叔樵花钱在同声社捐了个一步登天的

袍哥大爷之后，盐管局再也不敢找他的麻烦了。

胡叔樵有了靠山，却逗发了官瘾，想当市参议

员。经过一场“竞选”，胡叔樵连闯三关，花去 120两

黄金，终于买了顶市参议员的乌纱帽，其父胡子康也

当选为成都县参议员。太和号双喜临门，当然大排

筵宴，酬宾谢客。而竞选失败的徐仲琳恶气难消，就

趁机撰上一联，讥讽胡氏父子：父参议，子参议，父子

参议；红酱油，白酱油，红白酱油。

从红白酱油中捞出个父子参议，也真算得是民

国年间一椿趣事。

这时的胡叔樵与太和号前两代的主持者不同，

他是二房之后，享有主权，而且又相继成了袍哥、参

议，自然气度不同。曾在胡石庵手下当过学徒的老

伙计说：“胡子康父子忘记一件竹布衫要穿十年的事

了。”胡叔樵手头的资产，不连田产，仅太和号也近十

五万元。他再也不满足偏安，想利用他的社会关系，

搞一个酱园“托拉斯”。于是，他又在棉花街开了一

个“益生号”，北大街开了一个“厚生号”，虽说这两处

都是合伙经营，但因为他投资过半，实际上完全受他

控制。另外，他还筹划在西门和南门再开两处酱园，

以太和号为中心，来一个五酱园称霸成都。只是因

为濒临解放，人思新政，这个梦才没做成。

凡120年的老号酱园也就寿终了。

（连载四·全文完）

1933年5月有一支抗日部队从山西汾阳

军校开拔，奔赴察北，痛击日本侵略军，这就

是由汾阳军校师生为基干扩编成的察哈尔民

众抗日同盟军第一军第二师。行进队伍中有

两名高陵籍军校学员耿宏道和张怀忠，他们

心连心肩并肩，走上了抗日道路。

耿宏道（1911-1995），高陵耿镇东村人，

出身书香门第。1926年11月加入国民联军，

参加西安解围战斗。西安光复后，被派遣到

国民二军，驻扎在眉县长咸师管区耿志介团

受训。先在特务连搞勤杂，后转入军官教导

队，磨练3年后，以第六名优异成绩被汾阳军

校录取，编入第一大队第五中队。张怀忠

（1915- 1980），高陵崇皇街办徐吾村人。

1929年，经姐夫何崇萧介绍到山西汾阳军校

学习，编入第一大队第七中队。两名同乡，

经历坎坷，相逢汾阳军校，双手紧握一起。

从进校之日起，他们便立志，苦练杀敌本领，

将来为国效力。

汾阳军校前身是由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

军创建，又称西北军事政治学校。该校党组

织是 1926年李大钊派人组建，邓希贤(小平)
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组织书记。在军校

两人建立了深厚情谊，一起学习，共同训练，

接受新思想，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军校派他

们去北平、上海等地购买了不少思想进步读

物，并在文庙开办了“汾阳图书馆”。

1931年春，汾阳军校地下党组织经中共

汾阳县委书记王森与省委书记刘天章接上关

系，改称中共汾阳军事工作委员会。军校地

下党组织在汾阳3年时间里，秘密发展200多

名党员，在各学生队、军官队和教员中都建立

了支部，并积极扩大到地方。1932年，中共

华北特委先后派王芾南、高雅风来军校工作，

组成汾阳地区工作委员会。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耿、张二人思想进步很快，强烈要求加入中共党

组织。经组织严格审查，于 1932年 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党组

织以后，两人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在城内广场西北角组织召开了3000多人

“军民抗日反蒋大会”并发表演说。鉴于两人工作出色且具有一定的号召

力，党组织任命张怀忠同志为一大队七中队党支部书记，耿宏道同志为一

大队五中队党支部宣传委员。

1933年5月26日，各地抗日部队10万余众抵达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

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张慕

陶为政治部主任。由汾阳军校学员扩编而成的第二师属同盟军劲旅，党

组织决定遴选各科成绩优秀、思想进步、作战英勇的 20余人，担任连长。

该师下辖三个团，一团团长尹心田，二团团长贾振中，三团团长周茂兰，他

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耿、张分别被委派到二团和一团担任连长。他们身

先士卒，率先报名参加敢死队，始终战斗在最前沿。

同年6月22日，同盟军向察哈尔和热河的日本军队发起进攻，相继收

复康保、沽源、宝昌等地。7月 7日夜至 8日拂晓，同盟军分多路向多伦外

围阵地发动进攻，敢死队员在强龙光带领下，匍匐前进，连克三道外围防

线，直抵城下，冒着枪林弹雨和敌机的狂轰滥炸，率先攻上城楼，与敌人巷

战肉搏 3个多小时。日军逐渐不支，从东门向经棚方向逃遁，多伦得以光

复。进城后，强龙光在冲锋中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壮烈牺牲，战后连尸

体也无法找到，成为“有文字记载牺牲在抗日前线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

员和中国工农红军将领”。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抗日同盟军失败并大部被解散和收

编。8月24日，特委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会议，决定将军校中的党员划分

为若干小组分散于各地从事地下工作。分别时，耿、张二人与同宿舍战友

霍昭汉（张文舟，开国少将）畅谈一夜，耿还赠送了一枚子弹未穿透的银元

作为留念。

1934年春，两人回到西安。根据党组织安排，耿宏道同志利用西北军

中关系，在十七路军中从事兵运工作。先在十七路军长安县兵役站任站

长，后经冯玉祥推荐进入西安警备司令部任新兵大队队长（营级），在青年

军人中宣传进步思想，秘密发展党组织。抗战全面爆发后十七路军改编

为三十八军参加抗战，称为“中条山铁柱子”。解放战争中和平起义，编入

西北野战军，毛主席评价：“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张怀忠回到西安后，根据省委指示和安排，积极投入到农民运动中

去，组织参加了“周户暴动”。后由于叛徒告密，行动失败，隐匿秦岭山

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经张宗逊（开国上将）介绍二次入党，继续秘

密为党工作。抗战后被党组织保送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留校担

任马列教研室主任。解放后任西安市公安局保卫处侦察科长，从事剿匪

反特工作。

1991年 4月 9日上午 10时，在重庆大田

湾体育场馆前的街心花园，举行了有数千

人参加的《贺龙与运动员站在一起》群雕落

成揭幕典礼。原“战斗体工队”的 200余位

战友，特地从全国各地赶赴山城来参加这

次盛会。

这座 6米高的群雕用 40多立方汉源红

花岗石凿成，座上镌刻有杨尚昆同志的题

字。贺老总右手拿草帽、左手握烟斗与 5个

运动员在一起。作为曾在贺龙身边呆过的

运动员们，仰望雕像，禁不住心潮起伏，浮

想联翩。他们知道这座群雕人像中除贺龙

同志是真实人物之外，另外 5位运动员应该

是众多体育项目的概括。但从运动员们的

感情上来说，除贺老总之外，倾注最多的便

是与老总稍后并立的男篮运动员——他的

背心上有个“5”号。

1949 年 8 月 28 日，贺龙在西北战场上

为了牵制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于陕南地区，

他指挥 18兵团发起秦岭战役。同年 9月中

旬，贺龙赴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在他赴北平时吩咐战斗剧社随

后也赶到北平去，代表第一野战军全体指

战员为到会代表汇报演出。其实，贺龙带

到北平去的并不只是一个剧社，剧社里还

有一个战斗男子篮球队，既是球员又是演

员，白天打球、晚上演戏，把活跃部队文化

生活、鼓舞斗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开展

体育运动、增强指战员体质结合起来。实

事求是的说，这时的战斗剧社确是比抗日

战争时期更为壮大和提高了，而战斗男篮

却大不如 1940年，在晋西北 120师时拥有如

刘卓甫、邢亮、王延弼、张之槐等人的战斗

力。贺龙眼见新中国成立在即，今后发展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任务任重道

远。为此，他早就有准备充实体育骨干，把

战斗男篮扩大，从剧社中拉出来成立专业

体育工作队，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算。

所以，这次叫战斗剧社到北平去，除了演

出，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从赛球中发掘体育

人才，把他们集中到部队中来，让他们为推

动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贺龙

还不止一次谈到在 120师时，很多人不理解

他把已经在冀中深县任县长的刘卓甫同志

要到战斗队来的事。他说，在当时共产党

里能胜任县长的人多的是，而要找一个如

刘卓甫这样的国手却难。刘卓甫深感贺师

长之爱才，欣然前往 120师报到。

当时战斗剧社的领导心中有数，在北

平的日子里便是晚上演出，白天四处找兄

弟单位赛球以发现人才。可是，打了好几

场球却无所获。正感到贺龙交代的任务难

以完成之时，有人介绍在宣武门外的华北

大学三部，集中了 1000 多名参加革命的青

年学生，可能会从中发现体育人才。于是

“战斗”找上门去与华大三部进行了一场男

子篮球友谊赛。结果是 76比 83。但战斗队

虽败犹喜，他们在比赛中发现“华大”有个

小伙子，其单手翻身投篮令人防不胜防，命

中率高、速度快、弹跳好，这不正是自己所

要物色的对象吗？当晚，“战斗”领队即把

已发现人才之事向贺龙汇报。贺龙指示：

这事不可操之过急。事隔一日，“战斗”又

去华大三部赛球，当确认这个小伙子的球

艺确属上乘之后，便派人去联系请其支援

调人之事。哪知对方回答，华北大学学生

是为华北地区培养的革命干部，没有向外

地输送人才的任务，要调出外区，须经政务

院同意。

贺龙本是一个求才如渴的人，特别是

正欲广集人才、憧憬振兴中华体育事业之

际，要一个在体育上富有才华的人而不可

得时，心中不免闷闷不乐。是时，作为已当

选为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的贺

龙，正有一个会议要参加，贺龙怀着这种心

情早早来到会议室等待开会，坐在一个不

显眼的角落里埋着头抽闷烟，连周恩来进

来他也未发觉。周恩来发现这一情况，便

轻轻地走过去同贺龙打招呼。贺龙心中有

事的样子早被周恩来看在眼里，一定要追

问有啥了不得的事会使这位“八一”南昌起

义的总指挥不高兴。贺龙虽然想到为了一

个学生的分配，也犯不着去惊动即将上任

的政务院总理，但还是将要人受阻之事讲

了。周恩来听罢，爽朗地笑了，大声地说：

“这是华北大学办事的人不对，你贺老总要

个学生都不给，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就向

他要人。”转身向不远处的吴玉章招手并

说：“吴老，贺老总向你要个学生，看你这个

校长给不给？”吴玉章此时已 71岁高龄，早

在 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就任过革命

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贺龙也是老相识

了。听完前因后果，吴老笑道：“发展体育

事业是好事嘛。”立即从电话上通知华大

主持日常校务的领导说：“西北一野来学

校要人，要多少给多少，西北尚未完全解

放，我们有责任从干部、人才上支持他

们。贺龙点名要的那个小伙子，马上让他

去战斗剧社报到。”回过头来对贺龙说：

“老总，你马上要解放四川，我把华北大学

的人给你，也是为我的家乡输送人才哟！”

说得大家笑了。

于是，1949 年 9 月 26 日上午，年方 20
岁、身高 1.75 米(当时算高个子)、从天津考

入华北大学音乐系的学生，被接到当时住

在北平西斜街花园饭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 5天光荣参军。他就是在剧社军管乐队

吹奏小号、在战斗男篮打前锋、穿“5号”背

心的孙传乃。

战斗剧社于 1949 年 9 月 27 日便离开

北平，徒步行军踏上了返回西安的漫漫归

途，经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洪洞，走到

临汾正是 10月 1日。当听到毛泽东同志在

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

后，剧社的同志们欣喜若狂，决定以下午 5
时的一场球赛和晚上的演出来庆祝新中国

的诞生。

这场球赛不仅要写入“战斗体工队队

史”，也应该记入新中国体育史。作为参赛

的“5号”来说，这是他献身新中国体育业的

起跑线。

一路风尘行军，战斗剧社返回西安。

1949 年底，又随贺龙率领的解放大军来到

成都。

1950年 2月 4日，贺龙来到重庆西南军

区后，指示将一野的战斗剧社与二野的文

工团合并为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战斗男

子篮球队虽然吸收了一些新的成员，并已

有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但仍属文工团建制

之内。

1951年 4月下旬，战斗男子篮球队已是

一个专业队，肩负起对外代表西南军区，对

内开展全区广大指战员体育活动的历史使

命。孙传乃入选，仍穿 5号球衣。

1955年 5月，“5号”从重庆来到成都北

较场，任成都军区体工队男子篮球教练，他

仍然是穿着 5 号球衣并在需要时上场参

赛。1959年初夏，贺龙到西南视察，军区特

以一场男子篮球赛来欢迎。当他见到孙传

乃也在场上时，高兴地对陪同人员说：

“看！那个 5号，是我从华北大学要来的，是

战斗队的小老虎。”因此，还衍生出当年战

斗队男篮有“五虎上将”之说，“5号”则为其

一。

1969年底，军区体工队奉命解散，这位

从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就与篮球结伴的 5号

孙传乃转业到军区后勤部下属的 7436 厂。

工厂的篮球爱好者感谢孙传乃仍穿上 5号

球衣，加盟他们的业余篮球队当教练，而他

的本职工作却是该厂仅有 300 多个学生的

子弟小学的体育教员。他的面前再也没有

专业的队员、灯光球场和教练的单人宿舍，

而是一群被昵称为“泥猴”的小学生、下雨

就稀糊糊的土球场、单身汉集体宿舍，地方

小学教员的工资也较部队专职教练少了一

半……从物质方面“5号”失去了许多，但从

精神上来看，孙传乃淡泊名利，对贺老总要

富国强民的教诲却牢记在心，他在这个小

学，一干又是 20年。

1973 年是孙传乃任教的第 2 个年头，

他训练的第一批学生就获得了“成都市小

学生女篮亚军”。之后，这个学校命名为

“山鹿”的两支学生球队拿下冠军 16次、亚

军 14 次、季军 4 次，体育道德风尚奖 3 次。

其间，1984 年“山鹿”男学生在孙传乃的率

领下代表四川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重

点省、市小学生篮球赛，被评为“精神文明

运动队”。

1986年底，国家体委授予这个子弟小学

体育老师孙传乃“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的光

荣称号。1987年 2月，《四川日报》记者专程

前往采访孙传乃。在他离休后的1990年“教

师节”之后，成都广播电台播出了《人生的价

值在奉献中闪光——记原成都军区男篮教

练孙传乃在厂办子弟校执教20年》专稿。

“5 号”孙传乃虽与篮球结下了不解之

缘，但他的生活却并不单调。他练硬笔书

法，写小诗。他还爱好音乐，不但有极高的

欣赏水平，还能作词、谱曲和演奏多种乐

器，他那一首《夏训之歌》就在队员中传唱

至今。他还常与文友们聚首对弈、谈诗论

文，不仅如此，他的家庭也很和睦。

群雕的作者余副教授曾说，作品中的

“5号”“实际上是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

生活的典型人物。”而作为当年“战斗”的运

动员们，却相信这一定就是老孙。的确“战

斗 5号”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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